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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與生命：17-18世紀
宮廷葡萄牙傳教士的教務活動

吳艷玲*

* 吳艷玲，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編輯。

一般認為，躋身宮廷、為皇帝提供各種服務

是清前中期葡萄牙傳教士宮廷活動的重要特徵。

為了使天主教能與最高權勢結緣，得到自護和自

揚，宮廷葡萄牙傳教士往往對清朝統治者委曲求

全，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如何取悅於他們

上面。其實，這些長期從事宮廷服務工作的葡萄

牙傳教士並未因服侍宮廷而疏於教務，他們始終

都牢記着傳播天主教才是其真正使命。由於他們

所處的環境與地方傳教士有所不同，其傳教生活

也頗具特色。

皇宮及京畿地區的傳教活動

17-18世紀出於籠絡人材的需要以及與傳教士

之間的友情，清廷最高統治者對天主教整體上採

取容可政策。因之，宮廷葡萄牙傳教士享有相當大

程度的自由，他們十分注重利瑪竇傳教時採用的上

層路線，即利用自己深居宮苑的條件向宮中人員或

是在京畿地區宣講天主教教義，發展新教徒。

清初，第一位効命於清廷的安文思神父進入

北京時，在還沒有獲得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就迫

不急待地開展傳教工作。在他留在肅王府當差一

年多的時間內，肅王府變成了他傳教宣教的場

所。肅王之妻妾們見他和意大利利類思神父品

行端正，超凡脫俗，且覺得所講教理頗有道理，   

因之逐漸被感化。“妃與僕婢多人，遂領洗入

教”。肅王妃之教名為“儒斯大”。從此以後，

肅王府中的人更加敬愛兩位傳教士，以禮相待，

不再把他們當作奴僕看待，並且准許他們在京城

各處隨便傳教。
(1) 

1649年，安、利兩人被送到光

祿寺固山佟國綱家中供職。佟國綱與其弟佟國維

對他們宣講的教義也深信不疑，逐漸被感化。因迫

於各方面的壓力，二人始終“不肯遽爾受洗”；

不過，他們卻在“家中供聖母像，像前常燃燭致

敬，累年不懈”
(2)
。作為葡萄牙宮廷傳教策略的

開拓者，安文思對滿洲上層貴族傳教的成功為其

繼任者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

後來進宮的徐日昇知道康熙帝酷愛西學，便

同南懷仁、閔明我在給他講學之際“常涉及聖教

道理，皇上亦常垂詢”，到後來“其所親信之太

監，亦奉聖教”。
(3)
 通過這種方式，他在宮中發

展了不少教徒。徐日昇之所以在皇宮中取得了顯

著的傳教效果，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傳

教過程中特別注意尊重“中國禮儀”。1639年巴

17-18世紀在清廷從事各種服務工作的葡萄牙傳教士並未因服侍宮廷而疏於教務，他們始

終視傳播天主教為其真正使命。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與地方傳教士有所不同，其傳教生活也

頗具特色。他們在皇宮及京畿地區積極開展傳教活動，竭力庇護地方傳教士，維護葡國在華

傳教權益，並妥善處理教產紛爭。他們教務活動的順利開展為是時整個葡萄牙在華傳教事業

的興盛提供了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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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外方傳教會的閻當主教在福建代牧區發佈了禁

止中國教徒祀孔祭祖的禁令。從此，禮儀之爭愈

演愈烈。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深知，中國是一個

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國家，任何外來宗教想完全

排斥它而在中國生根發芽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極

力為“中國禮儀”辯護。1700年徐日昇等多名傳

教士向康熙帝寫了一份闡述他們對“中國禮儀”

的理解的奏書，希望康熙帝的批覆能加強他們反

駁羅馬教廷的證辭。在奏書裡，他們把中國人祭

祀的風俗看作是一種社會儀式而不是宗教儀式。

為了緩解正統神學的壓力，他們還有意對“天”

做出區分，說中國人祭祀的天是 “天地萬物根

原主宰”的“上帝”。這個解釋既包容了“中國

禮儀”，又維護了天主教的“創世說”，是對教

廷關於他們用儒家禮儀代替天主教禮儀的攻擊的

有力回應。不過，由於教廷固執己見，這份奏書

未能發揮作用，徐日昇也因此勞累過度致死。但

是隨後“百年禁教”時期的到來則又恰恰證明了

徐日昇等人此舉的正確性。

在這一時期的葡萄牙宮廷傳教史上，還有一

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蘇霖。蘇霖在北京傳教十

分熱心，“上自朝廷顯貴，下至街市棄兒，鮮不

受其感化”
(4)
。蘇霖所發展的教徒中最為著名的

是宗室蘇努全家。1719年，在蘇霖的主持和見證

下，蘇努全家幾盡入教。1724年，蘇努全家因

牽涉擁戴允禩謀立帝位案獲罪而被充發西寧。當

他們向流放地進發時，蘇霖前來為他們送行。蘇

霖勸慰他們面對災難要坦然，以這是為了耶穌基

督去受苦因而必定會得到救世主的佑助來寬慰他

們，並向其許諾他和所有傳教士都為他們祈禱。

蘇努全家到達西寧後，死不背教。蘇努家族奉教

事件使葡萄牙傳教士感到十分榮耀，認為這是他們

的不懈努力“使上帝的聖明在這個著名的家族中取

得的發展”。
(5)
 它在天主教在華傳教史上被視為家

族奉教的典範，因為蘇努家族為來華傳教士樹立了

崇高的令人欽佩的榜樣，尤其是他們能在經受各種

考驗後仍堅守信仰的榜樣。當然，宮廷葡萄牙傳教

士的傳教範圍並不局限於宮中，他們時常利用其相

對自由的活動特權行走在京畿一帶，從而為京畿地

區天主教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安文思在北京獲得自由後不久，便和利類思

寵辱不驚、完全忘我地投入到京師及近畿地區的

傳教事業。在傳教方法上，安文思除在宣教時口

述講道之外，還同樣勤奮地用佈道和文字使靈魂

得到皈依。經過安、利二人的努力，京畿地區傳

教形勢一片良好。“當時正定府有教區七所，保

定府二所，河間府一所，山中一所。此外諸城中

有駐所十四處，數處各有教堂一所，其它村鎮尚

未計焉。一六六三年京師受洗者五百人，近畿受

洗者千人。次年受洗者七百人。”
(6)
 1696年高

嘉樂來到中國。高嘉樂“傳教正定、保定饒有成

績，教內外咸識其人；所管教堂十六所，散佈一

廣大區域之內”
(7)
。雍正年間，他被召至北京治

理曆算，其傳教事務由一中國神甫接任。但他在

北京“僅居治理曆數之名，仍在京師及近畿傳教

如故”
(8)
。1726年數學家陳善策進入北京皇宮，

他常在閒暇之際開展宣教活動。當時，陳善策年

事已高，很多人勸他暫為休息，他卻說：“任余

為之，願終此生，盡我天職。余自蒞此國以來，

除此之外，無他願也。”
(9)
 1738年傅作霖來到中

國，彼至即被召至京師治理曆算。雖被安排治理

曆法，但他並未棄置教務。他在通曉漢語後，管

理河間府教區。河間府在他管理期間教徒發展迅

速。據統計，“1743年所管十五堂共有教民三千

餘人：領洗者壯丁二百、兒童一百六十一人，告

解者二千四百八十七人。1746年領洗者三百五十

七人，告解者二千七百一十一人，領聖洗者二千

六百七十人。”
(10)
 “教外人見仕於朝之西士 (傅

作霖) 自來傳教，因之入教者眾。總督之妻亦欽

其學訓德行而為皈依。由是此教區成為直隸一省

內教民最眾通道最篤之區。”
(11)

17-18世紀，北京天主教發展迅速。以康熙朝

為例，當時每年有二千人入教 
(12)
，宮廷信教的氣

氛更濃，有六、七位王爺信教，“朝廷上下經常

在宮中談論耶穌基督的聖教”
(13)
。即使是在禁教

時期，北京及京畿一帶，亦能平安若是。這種局

面出現的原因主要在於傳教士的宮廷服務策略所

換來的清政府對天主教的寬容政策，但更為直接

的原因卻在於傳教士的身體力行。與地方傳教士

相比，宮廷傳教士由於負擔沉重的服務工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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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傳教活動的時間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儘管

如此，經他們管理的皇宮及京畿地區的傳教形勢

依然十分興盛。由此可以推斷，宮廷葡萄牙傳教

士為此所做出的巨大犧牲。

庇護地方傳教士

17-18世紀宮廷葡萄牙傳教士大多在朝為官，

擁有一定的權勢，並且與一些有權勢的王公貴族

關係密切。因此，他們成為此時葡萄牙在華傳教

士的避風港。在關鍵時刻或教會處於危難之際，

他們便利用直接或間接的權勢為其提供必要的救

援，發揮了葡萄牙天主教在華中央的作用。

1690年山東發起一場針對信徒和汪儒望神父

的教案。徐日昇知得消息後，請求康熙帝幫忙，

康熙帝“立即派一些人到山東去平息這場對天主

教徒的迫害”
(14)
。最後，反教事件平息，迫教人

員受到處罰。1691年浙江巡撫張鵬隔到處張貼

示諭，禁止傳播天主教。為此，徐日昇和安多

以欽天監的名義上奏章，稱歐洲傳教士“跋涉數

萬里”來到中國祇是為了“闡明道教”；傳教士

在為清廷“治理曆政”、“製造軍器”、出使俄

國方面忠心耿耿等。不久，禮部便宣佈杭州天主

堂“應照舊留存”。為了緩和中國地方官員對天

主教的敵對情緒，徐日昇還忠懇地勸告他的同

伴們盡可能地避免同中國官員發生正面衝突。

他的勸告使“不少迫害活動很快平息，一些教

堂能夠光復再建，在湖南、廣東、直隸、浙江

與山東一帶，很多教堂得到保護”
(15)
。徐日昇

親自發展教徒、保護教友的舉動促進了天主教

的進一步傳播，並為以後容教令的出臺奠定了

良好的基礎。

1717年清政府頒佈了禁教令。當蘇霖得知西

洋傳教士被驅逐出境、不准在內地傳教時，立即

與巴多明、穆敬遠等進朝上奏，請求保護傳教

士。對此，康熙帝給予了明確的解釋：“爾等

放心，並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領票的西洋人，

與有票的人無關。”
(16)
 穆敬遠奏：“若地方官

要勒索有票的西洋人，臣等還求萬歲作主。”皇

上云：“果有此事，再來啟奏。”蘇霖稟：“謀

反的題目，臣等很當不得，皇上知道臣等的根

由。”皇上微笑云：“這是衙門內一句套話，不

相干，你們放心去。”
 (17)
 探明康熙帝的真實態

度後，宮廷葡萄牙傳教士以更加忠誠和優質的服

務討好皇帝的歡娛，以期能淡化其禁教意志與禁

教措施。

與康熙帝相似，雍正帝亦是禁教而不禁藝。

他一方面下令全面驅趕傳教士，另一方面也讓有

技藝者留在北京。對傳教士有趕有留的政策，說

明雍正帝並不打算從根本上消滅天主教。為治國

安邦計，雍正帝也同他的前輩一樣充分利用這些

身懷絕技的傳教士為他効力。雍正帝對傳教士的

這種依賴心理也正好為包括葡萄牙傳教士在內的

宮廷傳教士所利用。他們盡量以此來抑制清政府禁

教政策的影響，實現教會自身的安撫與救護。

隨後乾隆帝對在華傳教士的態度可謂“寬

嚴相濟”。寬，是對在京傳教士而言，認為他

們“功績甚偉，有益於國”；嚴，是對地方傳教

士而言，認為他們“毫無功績可言”。因此，他

對於在京傳教士的要求，一般都照准，對他們偶

爾的違禁行為，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宮廷葡

萄牙傳教士便憑藉乾隆帝對他們罕有的寵愛，在

必要時或是直接向其求情以行方便，或是利用自

己從皇帝那裡得到的顯赫地位與聲望出面向地方

請求救助。乾隆年間，傅作霖歷任葡萄牙傳教會

的經理員、駐所道長、會團長、兩任視察員，在

此期間，營救很多傳教士：先是在1755年曾數請

總督，請求釋放南京獄中的郎若瑟、衛瑪諾、畢

安多、費德尼、林若瑟五神甫；後來，傅作霖奉

旨赴金川測繪地圖，路過成都時得知外方傳教會

傳教士劉德勝 (M. Glevo) 被囚禁於四川已有八

年，傅作霖以欽天監監正兼三品卿銜的身份與四

川總督有同寅之誼，因而“將劉神父事，言於總

督，力請開釋”
(18)
，四川總督雖許之而並未實

行。傅作霖繼劉松齡成為欽天監監正後，奉命赴

川，1777年4月13日抵達成都，當面詢問劉德勝是

否已經開釋。四川總督迫於無奈，將劉氏放出。

傅作霖將其救出後為他提供衣物，並於7月2日把

他送往外方傳教會主教博文濟住所，最後於8月

返京。還有一位宮廷葡萄牙傳教士索德超，他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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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位被放逐的傳教士，但仍然不時利用其手

中權勢在困境中保護澳門居民。

整體而言，由於與權勢結緣，宮廷葡萄牙傳

教士往往能依靠皇權系統的支持、地方官員的幫

助或者自身的政治地位與社會影響使教會化險為

夷。他們的努力不僅使“北京的教友大受其惠，

京畿一帶，甚至全國各地教友都得到了他們的支

持和援助”
(19)
。

維護葡國傳教權益

作為一名傳教士，無論其身處何方，維護本

國的傳教權益都是其職責所在。由於葡萄牙在中

國擁有“保教權”，維護葡萄牙在華傳教權益不

僅具有宗教意義，更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緣是之

故，宮廷葡萄牙傳教士在維護葡萄牙在華傳教權益

方面使出了渾身解數，哪怕是作出不理智的舉動。

1685年法國傳教團的到來對葡萄牙的“保教

權”構成了巨大威脅。為了保護本國的利益，

徐日昇不失時機地為法國傳教團設置各種障

礙。1687年法國傳教團在浙江受到總督金鋐刁

難時，洪若翰請求南懷仁援助。然而，徐日昇極

力反對他向康熙帝求情。據史料記載：“徐日昇

神甫在這件事上的特別積極是得到承認的，因為

1687年他被任命為中國教會北京區的教務副巡

閱，他的權力限於對付法國‘侵入者’。”
(20) 
他

們進京後，徐日昇“極其希望把他們送到其它的

省份”
(21)
。後來，康熙帝指示徐日昇協助欽天監

對他們進行考核，由於張誠和白晉 “較易於控

制”
(22)
，徐日昇向康熙帝推薦了他倆。為躲避徐

日昇的排擠，他們欲申請一處能夠避開葡萄牙人

的獨立住宅，徐日昇藉口說：“萊奧尼薩禁止在

沒有先獲得他許可的情況下，於北京及京郊各地

開闢任何新教堂。”
(23)
 但是，不久康熙帝還是

將蠶池口的一塊地賜給他們修建教堂。從此，法

國傳教團有了自己的傳教處所。然則，1693年任

副省會長的徐日昇利用職務之便派羅歷山管理在

華法國傳教士，以圖給剛獲得傳教自由的法國傳

教士重新套上枷鎖，把他們在中國的勢力扼殺在

萌芽狀態。徐日昇因此而被南懷仁指責為“做任

何事都站在葡萄牙立場的偏執己見的人”
(24) 
。眾

所周知，張誠、白晉等人都是康熙帝的寵臣，也

是法國傳教團的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徐日昇從一

開始就牽制他們的活動，他們在宮廷內外的影響

肯定會迅速蔓延開來。所以，徐日昇對法國傳教

團的打壓延遲了他們在中國的發展，一定程度上

減緩了葡萄牙“保教權”衰落的過程。

杭州教案以後，宮廷葡萄牙傳教士在策略上

更聰明成熟地思考問題。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往的

平息事端、獲得榮譽或物質上的賞賜，而是希望

天主教的傳播能夠得到法律保護。為此，1692年

徐日昇憑藉其在尼布楚談判中為清政府立下的汗

馬功勞向康熙帝提交了天主教在華自由傳播的請

願書。康熙帝“主要因為徐日昇神父的請求”
(25)

頒佈了容教令。在這份敕令中，康熙帝公開承認

了天主教的許多優點以及多年來傳教士在華傳教

工作中的模範表率作用，特別允許國人自由信奉

天主教，並宣佈對此前修建的各地教堂一律加以

保護。與此同時，康熙帝命令全國各地張貼、實

施敕令所批准的各項內容。這樣，中國政府第一

次以法律文書的形式承認了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合

法性。在華自由傳播天主教是自利瑪竇以來眾多

傳教士夢寐以求的理想，而此時徐日昇將它變為

現實。容教令的頒佈“把帝國中的所有教徒從某

種監禁狀態中釋放出來”
(26)
，為傳教士在中國自

由傳教打開了方便之門，標誌着天主教在中國“黃

金時代”的來臨。容教令頒佈不久，天主教在華

傳播事業便取得了迅速的進展。因此，容教令的

出臺可謂這一時期宮廷葡萄牙傳教士宮廷服務策

略所取得的最大成功。

1775年，在華耶穌會遭到解散。在得知這一

消息後，為確保葡國在北京教區的管轄權，宮廷

葡萄牙傳教士迅速展開行動。事實上，早在1774

年10月15日，時任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的宮廷

葡萄牙傳教士高慎思就寫信給澳門新主教吉馬良

斯，表示擔心葡萄牙在北京的利益會隨着耶穌會

的解散而被他國奪去。自1757年葡萄牙主教索智

慧逝世後，北京主教空置多年，故高慎思迫切希

望本國能夠再委任一位葡萄牙主教，並派遣更多

的葡萄牙傳教士進京，以填補耶穌會解散後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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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從而避免葡萄牙在華傳教事業走向荒廢。他

甚至許諾京城葡萄牙傳教士會盡力在清廷活動，

以確保葡國所委派的新主教即便是在清朝禁教期

間也能順利進入中國。遺憾的是，沒過多久吉馬

良斯被調回葡萄牙，傳信部關於吉馬良斯無權管

理北京教區的文件已抵達中國，但高慎思等宮廷

葡萄牙傳教士仍尋找各種藉口抵制傳信部的命

令。他們以該文件是抄件而非原件，不是通過

里斯本辦事處傳遞，沒有葡王的印鑒為由，拒絕

接受羅馬傳信部的文件。他們還聯合其宿敵——

宮廷法國傳教士來共同抵制羅馬傳信部。為了應

對葡、法兩國傳教士的抵制，羅馬教廷決定任命

在京意大利傳教士安德義為北京主教。高慎思等

宮廷葡萄牙傳教士和趙進修等宮廷法國傳教士認

為，他在沒有出示教宗任命書的情況下就祝聖，

違背了教宗鮑尼法八世頒佈的決議，因此拒絕承

認其主教職權的合法性。之後，儘管安德義以不

給葡、法兩國傳教士行使聖事職權，乃至以絕罰

相威脅，他們卻對此置之不理。高慎思、趙進修

等人還特意寫信向果阿大主教和羅馬教廷申訴，

請求裁決。顯然，對於宮廷葡萄牙傳教士來說，

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力保本國在京教會的管轄

權。

自法國傳教團入華以來，葡萄牙的傳教勢力

便不斷走向衰落。儘管宮廷葡萄牙傳教士為了保

護葡國傳教權益作出了重大努力，也未能改變這

一頹勢。然而，我們須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來

華葡萄牙傳教士不僅在數量上較西方其他派遣傳

教士的國家一直領先，而且還是此時來華傳教士

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當時很多葡萄牙傳教士特別

是宮廷葡萄牙傳教士擔任中國的副省會長，而歷

任副省會長則是中國教區最為直接的組織和策劃

者。葡萄牙傳教士在數量和權勢上的這種強勢地

位與宮廷葡萄牙傳教士的奮力抗爭不無聯繫。

處理教產紛爭

葡萄牙傳教士自明末入華傳教以來，經過幾

代人的不懈努力和長期積累，到清中葉時已擁有

相當一部分產業。特別是宮廷葡萄牙傳教士，因

長期服務宮廷，結交顯貴，經常得到王公貴族們

的各種賞賜、饋贈，其產業比地方傳教士龐大許

多，他們所掌管的東堂和南堂產業數量尤為可觀。

據阿佈雷沃的統計，東堂每年的房產、土地收入不

下52萬雷阿爾，僅土地就達2300畝。南堂每年的房

產、土地收入大約有80萬雷阿爾 (real)。
(27)

耶穌會遭解散後，宮廷葡萄牙傳教士竭力希

望保住葡國在北京的教產。在耶穌會被解散的消

息傳入北京以後，京城傳教士中一度謠傳以意大

利籍為主的傳信部傳教士將沒收原北京耶穌會的

教產。為了不使本國教產旁落，高慎思等宮廷葡

萄牙傳教士共商對策，變賣相當一部分葡萄牙在

京教產，“竟將歷年收存財物賬目一併燒燬，又

將公中所置房產文契改為伊等自置字樣。公中銀

両俱私換金子；又竊開傅作霖的住房，所存凈

一萬両亦私換金子，並收去所存文契，燒燬賬

目”。
(28)
 他還向澳門主教吉馬良斯保證，除非得

到葡萄牙國王的准許，否則他是不會將葡萄牙在

京教產交給代表羅馬教廷的傳信部傳教士或其他

傳教團體的。後來，羅馬教廷傳信部要求宮廷葡

萄牙傳教士提交教產清單，並將此移交給教廷；

但高慎思等人卻以本國教產屬於國王而非教宗為

由而予以拒絕。

此間，北京曾先後發生了兩起宮廷傳教士因

不滿教會內部對教產處置分配的互控案。一是法

國傳教士之間的互控案，一是法國傳教士向秉仁

與索德超、艾啟蒙、高慎思、安國寧等葡萄牙傳

教士之間的互控案。向秉仁在控辭中污蔑高慎思

等葡萄牙傳教士“又嫉又貪”，“聲名不端”，

還披露高慎思、安國寧等人“雖有官守，亦時常

外出閒遊”。這其實是在向清廷揭露高慎思等傳

教士不顧朝廷的禁傳教令，私自外出傳播天主教

的內情。向秉仁同葡萄傳教士之間的相互攻擊實

際上是在教產分配問題上葡法兩國矛盾的集中體

現，它極大地損害了傳教士及天主教的聲譽，以

至於乾隆皇帝指責他們說：“如果你們這些來傳

播你們主之聖經的人都不能相互和解，怎麼能試

圖使我們相信你們傳播的那一套呢？”
(29)

顯然，如果聽任事態發展，對於當事各方都

是不利的。迅速平息事端成為當事各方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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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9月安德義意外中風逝世，這為解決北

京教會爭端提供了契機。羅馬教廷與葡、法國兩

國很快達成妥協。1784年，葡萄牙女王提名葡萄

牙方濟各會士湯士選為北京主教的新人選，羅馬

教廷迅速批准該提名，湯士選立即祝聖主教，並

受命盡快赴北京任職，以平息各方爭端。

湯士選進京後即着手解決此次爭端。在親自

考察教會的情況之後，湯士選清醒地認識到，對

於身處清廷禁教環境下的中國教會來說，唯有採

取寬容態度方可盡快恢復教會內的安寧。因此前

許多宮廷葡、法傳教士都曾因捲入此事而被高慎

思等人宣佈停止行使聖事職權，甚至處以絕罰，

眼下當務之急是將他們從懲罰中解救出來，以確

保北京傳教會的正常運轉。1785年1月，湯士選

在北堂宣佈赦免所有傳教士，繼續給予他們行使

聖職的權力。之後，他在南堂對北京教會的爭端

進行了批評，與此同時又宣佈對他們以前的過錯

既往不咎，呼籲傳教士和教徒應相互和解，避免

爭端再次發生。在湯士選的多方斡旋下，北京傳

教團的教產紛爭因分別由葡、法兩國遣使會傳教

士接管而得到妥善解決。

餘 論

17-18世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亦是中

葡文化交流的高峰。這一時期，來華葡萄牙傳教

士約有三百人。其中，從事宮廷服務的有三十一

人，僅為葡國來華傳教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宮廷

葡萄牙傳教士的人數雖然很少，但其教務活動的

意義卻是地方傳教士所無法比擬與替代的。他們

的傳教範圍雖然十分狹小，但是受其感化之人多

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上層，其對於社會的影響比普

通信教群眾更為深遠；他們與權勢有着千絲萬縷

的聯繫，在教會身處逆境時往往能力挽狂瀾；他

們是葡萄牙在華傳教權利和國家利益的最高代

表，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全葡國在華宗教、經濟乃

至政治利益免受或少受侵害。可以說，宮廷葡萄

牙傳教士是來華葡萄牙傳教士的中央，他們的教

務活動是否順利開展對於葡萄牙整個在華傳教事

業的興衰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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